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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研究前沿述评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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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多样性研究的持续深入，包容成为管理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本文从

个体认知、集体认知、行为实践三个角度，回顾、分析有关包容的国内外研究成果，阐述包容感、

包容氛围和包容实践的内涵、理论基础、与相似构念的异同、结构维度及测量量表，总结它们的

影响因素、影响后果及其中介和调节作用机制，提出未来应该开发本土化包容测量工具，丰富

包容的前因、影响结果及作用机制，完善包容研究的方法设计，推进包容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本

文为国内学者把握组织管理领域包容的研究脉络和未来研究思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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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企业的组织环境正在经历变化，员工的种族、性别、年龄等表层多样

性以及价值观、兴趣、技能和工作偏好等深层多样性成为工作场所的一个显著特征。多样性若

管理不善，可能诱发职场冲突、敌意、对抗和高离职率，这给组织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研究人

员和实践者积极探寻异质性劳动力的管理举措，例如沟通、教育和培训、简单回避歧视性实践

等（Roberson，2006），然而过分强调多样性或多元化培训并不奏效（Chavez和Weisinger，2008）。
伴随多样性管理研究的持续深入，研究焦点转向包容（inclusion），即从整合多样的视角，鼓励

组织全员参与和投入，试图充分利用多样性的潜在好处（Tang等，2015）。多样性和包容性管理

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据德勤2017全球人力资本趋势报告，关于多样化和一致性的问题仍将成

为众多企业的羁绊和挑战，公平、平等和包容在全世界范围内已引起首席执行官层级广泛的关

注。可见，包容研究是组织有效管理多样性的内在需求，是管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热点主题。

学术界正在开展以包容型领导（朱瑜和钱姝婷，2014）、团队包容感（Shore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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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sen等，2014）、包容氛围（Nishii，2013）、包容管理实践（Roberson，2006；Sabharwal，2014；
Tang等，2015）等为主题的研究。包容型领导是一种在与下属的互动过程中表现出开放性、易

接近性和可用性的关系型领导风格（Carmeli等，2010）。该领导风格有助于组织实施包容实践、

营造包容氛围及增强员工的组织包容感（Gotsis和Grimani，2016a，b；Tang等，2017）。中西方有

关包容型领导的文献较多，涉及理论探讨、实证研究和文献述评。有关包容感、包容氛围、包容

实践的研究，国外已取得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国内刚开始兴起（Tang等，2015，2017），相关文献

很少（陈帅，2012；Pan等，2014；Li等，2017）。我国传统文化蕴含着包容思想，例如“乾坤无地不

包容”“有容，德乃大”“宰相肚里能撑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强调并鼓

励弘扬包容理念、实施包容实践，例如倡导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包容是北京精神、上海城市核

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方面（Tang等，2015），企业家宋志平实践企业包容性经营哲学（首都企业

家俱乐部，2012）。因此，在我国包容的理论研究滞后于管理实践，掌握包容感、包容氛围和包容

实践的概念、形成及功能作用对推动中国组织情境下包容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具有重要

价值。

包容感、包容氛围、包容实践分别是从个体认知、集体认知、行为实践的角度对包容的具

体、操作化概括，它们各自的内涵、本质是什么？如何准确测量？三者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它们是

如何产生的？是否能够起调节作用？对个人、团队或组织产生怎样的影响？其影响的内在机制和

边界条件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旨在对包容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述评，发现

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未来研究展望。本研究的贡献在于：掌握个体认知、集体认知、行为

实践三个视角下包容的最新研究进展和发展趋势，明确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可能的研

究方向，为组织员工激励提供新的理论视角，补充已有管理理论对中国组织行为解释的不足，

对推动我国深入研究包容、实践包容管理具有重要启示。

二、  包容的内涵

（一）概念界定

近二十年来，包容概念受到多样性研究以及社会工作、社会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学科

领域的重点关注（Jansen等，2014）。包容与排斥存有负向联系，但包容不是简单的无排斥。由于

不同派系学者研究焦点、视角的差异，有关包容的本质和定义尚未达成共识。本研究对组织管

理领域包容概念的界定从以下三个学派进行梳理。

1. 个体认知学派：包容感

个体认知学派认为包容是指个体对工作场所包容的心理体验，关注员工的工作场所包容

感。从结构的视角，Schein（1971）和O’Hara等（1994）视包容为员工在组织中的中心性或在工作

系统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位置。Pearce和Randel（2004）定义社会包容为员工拥有非正式社会联

结、社交活动中被他人接纳的程度。从工作过程的视角，Mor-Barak和Cherin（1998）认为包容是

个体感觉自己是关键组织过程一部分的程度，如接近信息和资源、工作团队参与和有能力影响

决策等。从员工需求的视角，有学者将员工的包容感等同于归属感（Pelled等，1999；Lirio等，

2008；Ferdman等，2010）。有研究则认为包容不仅包括归属感，还包括其他。Shore等（2011）根据

最优特异性理论，定义包容为员工通过体验满足归属感和独特性需求的对待，知觉到自己是一

位受人尊敬的团队成员的程度。其中，归属感需求指形成和保持强烈、持久人际关系的需要，独

特性需求指保持有区别、与众不同自我意识的需要。考虑到重视独特性仅仅关注团队内有独特

个性特征、见解和观点的少数员工，多数典型成员从他人独特性欣赏中获益较少，Jansen等
（2014）依据自我决定理论，定义包容为个体知觉到工作团队提供给自己归属感和真实感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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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其中，真实感指员工感知到团队允许和鼓励保持真正的自己。重视真实感暗示团队允许成

员彼此相异和相似。Bernstein和Bilimoria（2013）定义包容为个体或团体在工作系统中的效能

感、归属感和价值感。Tang等（2015）的探索性研究表明中国人对包容的理解比西方人要宽泛，

除高归属感和高价值的独特性，还包括宽容非故意差错、上下级之间相互关心及情感联系构建等。

2. 集体认知学派：包容氛围

集体认知学派视包容为团队或组织的一种氛围，反映员工的共同心理意义。团队包容氛围

是成员对团队多样性管理政策和程序的共同感知，包括雇佣实践公平（指公平、无偏见的人力

资源管理实践，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差异整合（指工作中多样化员工的人际关系整合）、

决策包容（指积极寻求和整合员工的多样观点，即使表达的想法可能破坏现状）（Nishii，2013；
Guillaume等，2014），学术界普遍认可该定义。有学者定义其为员工对团队尊重和接纳不同背

景、观点和思维方式的个体并整合利用他们拥有的独特资源的共同感知（陈帅，2012），员工对

工作环境期望、支持和鼓励包容性行为的共同感知（Boekhorst，2015）。此外，有研究针对年龄

（Rabl和Triana，2013）、残疾人和性别进行定义。针对残疾人包容氛围是指员工对团队接纳、帮

助和对待残疾人方式和规范的感知（Nelissen等，2017），性别包容氛围指员工对工作场所公平

对待女性、利用女性才能、支持女性价值观、兴趣和需求的共同感知（Kossek等，2017）。
3. 行为实践学派：包容实践

行为实践学派关注包容性工作环境包括哪些管理政策和实践促进了工作场所包容。

Bennett等（1994）最早开始关注包容实践，提出包容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包括提供员工援助计

划，给违禁药物使用者提供康复机会。决策影响、获取敏感工作信息和工作安全是衡量工作环

境包容的三个指标（Pelled等，1999）。清除员工充分参与和贡献的障碍，理解、尊重和欣赏工作

场所多样性，重视和利用不同员工的知识和经验，使员工和团队发挥最大潜能是组织包容实践

的重要内容（Roberson，2006）。在多元文化共存的组织中，包容意味着平等、公正和全员参与，

以便不同群体的成员不仅能够平等地获得决策机会和权力地位，而且被鼓励积极投入工作

（Holvino等，2004）。Sabharwal（2014）识别出高层领导承诺促进包容、员工有能力影响组织决策

和公平公正对待员工三种组织包容行为。促进公平对待员工、重视个体差异及全员贡献的组织

政策和实践对建立包容性工作环境至关重要（Janssens和Zanoni，2007；Lirio等，2008）。Tang等
（2015）研究发现雇员适应组织、宽容非故意差错、容忍不同观点是中国组织特有的包容实践。

此外，有学者将包容实践聚焦于年龄、残疾人（Nelissen等，2016），年龄包容性人力资源实践包

括无年龄差异的招聘活动，各年龄群体有平等的培训和继续教育机会，每个人升职、调任、职业

发展的机会均等，营造年龄友好性组织文化，促进和重视所有年龄群体的贡献（Boehm等，

2014）。
总之，不同的研究者对包容感、包容氛围和包容实践的理解，依据研究情境、目的和理论基

础的不同存有差异。组织包容政策和实践有利于创造包容氛围（Tang等，2017）、促进员工的组

织包容感（Bernstein和Bilimoria，2013），团队包容氛围能够增强员工的团队包容感（Shore等，

2011）。
（二）与相似构念比较

为了更好地理解包容，将其与多样性、排斥、同化、区别、社会认同、内部人身份认知等不同

但关联的构念进行比较。

1. 多样性与包容实践

多样性和包容实践概念都源于社会公平，聚焦于多样性管理（Cottrill等，2014）。多样性关

注工作团队或组织的人口组成及其差异和变化，强调认识到劳动力多样性的价值。包容超越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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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赏识多样性，聚焦于清除员工在组织中充分参与和贡献的障碍，强调全员参与、充分利用多

样性对组织的影响、整合多样的员工和想法于工作过程和组织系统，从而发挥多样性的潜在价

值实现组织成功（Roberson，2006）。
2. 排斥、同化、区别与包容感

当个体被视为团队内部人、受允许和鼓励保持独特性时，就知觉到包容；当不被视为有独

特价值的组织内部人，而其他成员被视为内部人、受重视时，个体体验到排斥；同化意味着只有

当个体遵照主流文化规范和轻视独特性时，才被视为团队内部人；个体不被视为组织内部人，

但其独特特征被视为有价值、为团队或组织成功所需时，处于区别状态，包容的框架见表1。

3. 社会认同与包容感

社会认同是自我与内群体之间关系的积极情感评价，或个体与内群体的抽象心理联结，描

述了个体欣赏群体及与群体密切联系的程度。包容感是指个体在群体中知觉到归属感和真实

感的程度，由个体接收的有关自己状况的群体信号决定。二者都关注个体与群体之间有着怎样

的紧密联系，不同的是前者从个体指向群体，测量项目如“我认同群体”“我感觉与群体有密切

联系”；后者从群体指向个体，测量项目如“群体视我为内部人”“群体允许我保持真实”。此外，

即使是未被包容的边缘化成员，至少在短期内可能认同群体，视群体为自我的中心，相反，个体

感受到群体包容，但不一定重视包容和认同群体。另一个差异与团队类型相关，个体可能认同

由从未谋面的人组成的团队，但个体包容感的形成依赖于其他团队成员实际互动的经验

（Jansen等，2014）。
4. 内部人身份认知与包容感

内部人身份认知是指员工个体知觉自己为组织内部人员的程度（Stamper和Masterson，
2002）。它与包容感有非常强的关联，甚至有学者将二者等同（Tremblay，2017），都关注个体与

组织之间的关系、强调内部人知觉及与组织持续互动的重要性。二者差异表现在：第一，理论基

础不一。内部人身份认知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强调用个人与组织之间不同的交换关系，来

区分自己为内部人还是外部人。组织通过提供福利、培训、晋升机会来传达某一员工已获得内

部人身份；包容感以最优特异性理论、自我决定理论为基础，强调个人归属感与独特性或真实

感需求的满足。第二，概念内涵大小不一。内部人身份认知仅仅涉及归属感，并未提及独特性或

真实感需求的满足（Shore等，2011；Jansen等，2014），具有内部人身份认知的员工未必觉得组织

包容。

三、  包容研究的理论基础

与包容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基础。包容研究的主要支撑理论包括

社会认同理论、社会比较理论、归属感理论、最优特异性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

表 1    包容的框架

低归属感（low belongingness） 高归属感（high belongingness）
低价值的独特性
（low value in
uniqueness）

排斥（exclusion）：个体在工作团队中不被
视为有独特价值的组织内部人，但其他
成员被当作内部人员对待

同化（assimilation）：当遵照组织/主流文
化规范和故意贬低独特的价值时，个体
被视为工作团队内部人

高价值的独特性
（high value in
uniqueness）

区别（differentiation）：个体在工作团队中
不被视为组织内部人，但其独特特征被
认为有价值、为团队或组织成功所需

包容（inclusion）：个体在工作团队中被视
为内部人员，受允许和鼓励保持独特性

　　资料来源：根据Shore等（2011）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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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认同理论

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SIT）假设个体归属的群体为其提供了社会身份，是其

自尊的来源之一。人们通常依据年龄、性别、种族、人格等特征，将世界二分为“他们”和“我们”，
试图创造有区别的“外群体”和“内群体”。群体内行为和群体间行为显现出“种族中心主义特

征”，存在“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歧视”，内群体成员排斥外群体以增强自我形象（Tajfel，
1978）。因此，员工的知觉处于包容—排斥连续统一体之间，即是重要组织过程（例如决策过程

参与、工作团队投入、信息和资源获取）的一部分（Mor Barak，2005）。包容—排斥感与自尊、焦

虑、抑郁和满意等心理过程相关联，可以影响员工工作动机和行为（Cottrill等，2014）。依据SIT，
组织中的多数如男性、白种人更易为组织决策过程、社交网络接纳和包容，而女性、少数民族员

工更易知觉到组织排斥而非包容（Cho和Mor Barak，2008）。SIT虽然解释了社会分类及内、外

群体差异的重要性，但未说明内群体中的社会认同是如何形成的。

（二）社会比较理论

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SCT）指出人际互动与排斥的本质，假设个体会意

识到内、外群体成员之间的差异，试图通过评价这些差异确定内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等级。一旦

个体认为内群体有较高社会地位，就会在群体间设置界限，区别对待内外群体成员，以保持优

越感。高地位群体成员将接纳、包容与其相似的人，排斥与其相异的人（Tajfel和Turner，1986）。
在工作场所设置边界区分不同的个体，会产生不信任和交际失误。SCT还假设个体具有将自己

的观点、能力同他人比较的需求，通常会与自己相似的人比较来保持积极自我形象

（Sabharwal，2014）。基于社交互动的持续比较，个体知觉到包容或排斥。

（三）归属感理论

归属感（belongingness）需求是指形成和保持强烈、积极稳定人际关系的需要，是人类主要

驱动力之一（Baumeister和Leary，1995）。归属感是一个强大的人类不断努力寻求满足的需求，

是因为假设“人天生是社会性的，为了生存相互依赖”。员工会不断评价自我在工作群体或社会

环境中的地位，当被群体视为内部人，受群体接纳、认可和重视时，会知觉到归属；当归属感受

挫时，个体可能产生认知、情感、行为和健康等问题。归属感是组织包容感的一个重要方面，有

学者甚至将二者等同（Pelled等，1999；Shore等，2011）。
（四）最优特异性理论

最优特异性理论（optimal distinctiveness theory，ODT）假设人们努力寻求“归属于团队、与

其他团队成员相似”与“保持独特身份和个性、与其他团队成员相异”两种相互对立需求之间的

最佳平衡（Brewer，1991）。当个体感知与团队其他成员太相似时，试着让自己与众不同以获得

独特感；当感知与团队成员差别太大，没有归属感时，可能试图同化，变得与他人更相似。根据

ODT，个体体验到团队包容，是因为自己被工作团队接纳，归属感和独特性需求同时得到满足

（Shore等，2011）。需要指出的是，ODT忽视了团队中多数无独特个性的员工。

（五）自我决定理论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假定人类具有关系、自主和能力三种基本需

求（Deci和Ryan，2000）。关系需求指与他人相联系的愿望，与归属感需求密切相关甚至等同，自

主需求是亲自经历选择及按照整合的自我意识行动的愿望。自主分为与任务相关自主（我可以

做什么？）和与身份相关自主（我可以是谁？），后者也被称为真实性。真实性需求一定程度上类

似于独特性需求。类似于重视独特性，重视真实性意指允许团队成员彼此存在差异；有别于重

视独特性，重视真实性暗示允许团队成员彼此相似。可见，重视真实性比重视独特性更宽泛，对

团队非典型少数和典型多数成员均有吸引力（Jansen等，2014）。依据SDT，当群体同时满足关

系需求和自主需求时，个体感知群体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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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包容的结构维度与测量

目前关于包容结构维度和测量的研究较多，然而测量的不统一严重制约相关实证研究结

果的比较。以下就包容感、包容氛围、包容实践的维度和测量工具进行梳理和分析，见表2。

（一）包容感的维度和量表

Mor-Barak和Cherin（1998）较早开发包含三个维度、共14个项目的包容—排斥量表：获取

信息和资源、参与工作团队及有能力影响决策过程。调研158位硕士学历的社会工作实习生，发

表 2    包容的结构维度和测量量表汇总

变量 研究者（时间） 维度 内容 项目 引用情况

包
容
感

Pearce和Randel（2004） 一维 工作场所社会包容 3个 del Carmen Triana等（2012）
Gajendran和Joshi（2011） 一维 团队决策包容感 5个 —
Bernstein和
Bilimoria（2013） 一维 董事会少数民族成员包容感 4个 —

Downey等（2015） 一维 组织包容感 10个 Bosselaar（2015）
Andrews和
Ashworth（2015） 一维 工作场所包容 4个 —

Tremblay（2017） 一维 组织包容感 6个 —

Jansen等（2014） 二维 归属感、真实感 16个
Hofhuis等（2016）、Jansen等
（2015）、Jansen等（2016b）、
Jansen等（2016a）

Pan等（2014） 二维 社会认同、独特性感知 7个 —
Mor-Barak和
Cherin（1998） 三维

获取信息和资源、参与工作
团队、有能力影响决策过程

14个 Mor Barak等（2006）、
Hwang和Hopkins（2015）

Mor Barak（2005） 三维
决策过程、信息网络、活动
参与

15个

Acquavita等（2009）、
Waters和Bortree（2012）、
Matz-Costa等（2012）、
Brimhall等（2014）、
Cottrill等（2014）、
Paolillo等（2016）

包
容
氛
围

陈帅（2012） 一维 团队包容氛围 11个 —
Nelissen等（2017） 一维 针对残疾人的团队包容氛围 5个 —

Nishii（2013） 三维
雇佣实践公平、差异整合、决
策包容

31个 Dwertmann和
Boehm（2016）、Li等（2017）

Kossek等（2017） 三维
公平对待女性、利用女性才
能、工作场所支持女性价值
观、兴趣和需求

— —

包
容
实
践

Boehm等（2014） 一维 年龄包容性人力资源实践 5个 —
Buse等（2016） 一维 董事会包容行为 8个 —

Pelled等（1999） 三维
决策影响、接近敏感工作信
息、工作安全

8个 —

Sabharwal（2014） 三维
高层领导承诺促进包容、员
工有能力影响组织决策、组
织公平对待员工

23个 —

Tang等（2016） 七维

包容性团队合作、包容性沟
通、包容性决策、公平对待、
包容性领导、宽容、包容性
适应

— —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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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量表Cronbach’s α值达0.84，聚合效度及与满意度、疏离感的区分效度良好。之后，Mor
Barak开发出从工作团队、非正式社会群体、主管、高管、组织五层面测量、15个项目的李克特

6点个体包容—排斥感量表，每个层面的项目内容包含决策过程、信息网络和活动参与，例如团

队层面项目包括“我对有关工作团队任务的决策有影响”“同事公开和我分享与工作相关的信

息”“同事邀请我参加与工作相关的活动”（Mor Barak，2005），该量表或其项目被多项研究使

用。Mor Barak的另一项研究视组织包容为组织多样性感知的一个维度，用4个项目测量（Mor
Barak等，1998）。基于Mor Barak的包容定义，Downey等（2015）参照Roberson（2006）的“多样性

和包容性管理”量表，形成10个项目的员工包容感测量工具，该量表的信度良好，但效度未知。

Shore等（2011）提出团队包容感由归属感和独特性感知构成，但未开发量表。随后有学者

在不同情境下对其操作化，参照类似量表进行测量。Pan等（2014）认为新进入者的在线社区包

容感包括社会认同和独特性感知两维度，参照Kim和Park（2011）的研究，形成7个项目量表，该

量表的信度、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良好。依据英国2010年公务员调查，Andrews和Ashworth
（2015）用4个项目测量工作场所包容，代表项目如“周围同事尊重我”，该量表Cronbach’s α值为

0.89，效度未检验。

Jansen等（2014）在拓展Shore等（2011）的包容定义后，使用归纳与演绎方法搜集初始测量

项目，通过荷兰大学生、组织员工的多个样本，研究发现团队包容感由归属感和真实感两个二

阶因素组成，前者包括团队成员身份和团队情感子因素，后者包括真实性空间和真实性价值子

因素，每个子因素含4项目。该量表的聚合效度、区分效度、法则效度和预测效度及信度良好。多

项研究采用其3个项目（Hofhuis等，2016）、6个项目（Jansen等，2015）、7个项目（Jansen等，2016）
和8个项目（Jansen等，2016）进行测量。

Pearce和Randel（2004）开发含3个项目的工作场所社会包容一维量表，其信度统计上可接

受，效度未检验。del Carmen Triana等（2012）的研究引用了该量表的2个正向项目“我感觉自己

是团队的一分子”“我觉得自己可参与大部分工作任务”。Tremblay（2017）使用内部人身份认知

量表（Stamper和Masterson，2002）的6个项目测量组织包容感。Bernstein和Bilimoria（2013）用
4项目测量非营利组织董事会少数民族成员包容感，代表项目如“我可以自在地表达想法和观

点、讨论多样性问题”，该量表采用李克特4点计分法，Cronbach’s α值为0.841，效度未知。

Gajendran和Joshi（2011）采用5个项目的一维量表测量工作团队决策包容感，量表的Cronbach’s α
为0.91。

（二）包容氛围的维度和量表

陈帅（2012）参考相关研究，形成包含11个项目、信度和结构效度良好的单维量表。

Nishii（2013）使用两个独立样本、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交叉验证，开发出含雇佣实践公平、

差异整合、决策包容三维度、31个项目的团队包容氛围量表。该量表各维度的Cronbach’s α值分

别为0.93、0.94和0.97，内容效度、效标关联效度（与工作满意、组织承诺、组织支持感、组织公民

行为、离职倾向显著相关）和区分效度（区别于程序公平、互动公平）良好。考虑到因子载荷、项

目内容和措辞，筛选15个项目形成简略版量表。后续研究选用10（Dwertmann和Boehm，2016）、
14个项目（Li等，2017）进行测量。此外，Nelissen等（2017）针对残疾人自行开发5个项目包容氛

围量表，代表项目如“团队关心残疾人的需求”，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90，效度未检验。

Kossek等（2017）认为性别包容氛围包括公平对待女性、利用女性才能、工作场所支持女性价值

观、兴趣和需求三个维度，对应的量表未开发。

（三）包容实践的维度和量表

Pelled等（1999）提出组织包容由决策影响、接近敏感工作信息、工作安全三个指标、8个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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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衡量，量表的信度和结构效度达到统计要求。Sabharwal（2014）研究表明组织包容行为由高

层领导承诺促进包容、员工有能力影响组织决策、组织公平对待员工三维度构成，量表共含

23个项目，各维度Cronbach’s α值依次为0.91、0.95和0.93。Buse等（2016）使用8个项目单维量表

测量董事会包容行为。Boehm等（2014）自行开发5个项目、信效度较好的年龄包容性人力资源

实践量表，项目如“公司的招聘活动无年龄差异”。此外，Tang等（2015）对上海12家企业的25位
员工及29位管理者进行访谈，运用内容分析法，研究得出包容管理实践由包容性团队合作、包

容性沟通、包容性决策、公平对待、包容性领导、宽容、包容性适应七个因素，沟通与接纳、参与

决策和团队讨论、保护弱势群体、领导支持、容忍不同的观点、适应组织等17个子因素组成，但

未开发测量工具。

综上可知，包容感、包容氛围和包容实践测量的研究多见于西方，由于研究问题、研究视角

和理论基础的不同，使得它们的结构维度及量表呈现多样化。另外，个别学者提出它们的内容

结构，但未给出测量量表。中西方对包容的理解不同，国内研究者有必要将包容相关概念科学

地定义和操作化，开发高质量的本土化测量工具。

五、  包容的影响因素、结果及作用机制

围绕包容感、包容氛围、包容实践三个核心概念，回顾现有研究成果，在研读、分析基础上，

形成理论框架（见图1）。以下将对包容的影响因素、调节作用、影响后果及作用机制详细阐述。

（一）包容的影响因素

1. 人口学特征与包容感

影响包容感的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种族、年龄、工作时间、职位、学历、收入、雇佣类型、团

队规模等。对于性别的影响，女性员工的组织包容感低于男性，这一结果在美国（Mor Barak等，

1998）、以色列（Findler等，2007）、韩国（Cho等，2008）的企业及美国非营利组织（Bernstein等，

2013）中被证实，是由男性比女性员工有高监管责任、高年收入、强工作中心度、长工作年限和

周小时数所导致的（Carapinha，2013）。另外，Waters和Bortree（2012）发现不一致的结论，女性图

书馆志愿者的工作团队和信息网络包容感高于男性，男性志愿者的高管、组织、决策过程包容

感高于女性，表明不同层面包容感的性别差异不一。

对于种族的影响，少数民族身份的员工知觉到低组织包容（Hwang和Hopkins，2015），对美

国一家大型电子公司员工（Mor Barak等，1998）和图书馆志愿者（Bortree和Waters，2014）的调

研支持这一结论，前者发现白种人的组织包容感高于拉美裔、亚裔、非裔美国人，男性白种人比

女性白种人、其他种族的人知觉到更高的组织公平和包容；后者认为白种人的主管、高管、组

织、决策过程、信息网络、活动参与包容感高于西班牙裔/拉丁裔、亚裔和非裔美国人。

对于年龄的影响。年龄负向影响信息网络包容，较年轻员工的信息网络包容感较高（Mor
Barak等，2006）。Matz-Costa等（2012）研究发现团队类型的调节作用，来自年龄多样（相仿）团

队的较年老（年轻）员工感知到高决策过程和信息网络包容。沿此思路，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

职能型团队、自我管理团队、虚拟团队的调节效应。

对于工作时间的影响，Mor Barak等（2006）与Matz-Costa等（2012）得出不一致的结论，前者

认为工作年限短的员工感知到高决策过程包容；后者认为工作年限越长，员工的决策过程包容

感越高。Carapinha（2013）支持后者，认为工作年限、周工作小时数、工作中心度等工作角色投

资对组织包容感具有正向影响。

不同职位的员工对包容的理解存在差异（Tang等，2015）。多数研究发现管理人员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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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包容的影响因素、影响结果及其作用机制理论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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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感高于普通员工（Cho等，2008；Carapinha，2013），有管理责任比无管理责任员工的决策过

程和信息网络包容感要高（Matz-Costa等，2012）。Mor Barak等（2006）却得出相反的结果，一般

员工比管理者有更高的决策过程包容感。职位与组织包容感的关系及二者之间是否存在调节

变量有待于澄清。

对于学历、收入、雇佣类型、团队规模的影响。Cho和Mor Barak（2008）的研究表明员工的

学历越高，组织包容感越强，本科员工的组织包容感低于研究生而高于非本科员工。有研究发

现，年收入对组织包容感具有积极影响（Carapinha，2013），员工的年收入越高，决策过程包容

感越高；全职员工的决策过程包容感比兼职员工要高；工作团队规模越大，员工的决策过程和

信息网络包容感越低（Matz-Costa等，2012）。
2. 人格与包容感

影响包容感的人格特质包括外倾性、乐观、控制点、自信和自尊。del Carmen Triana等
（2012）证实外倾性对男性员工的团队包容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女性员工的影响不显著。

Carapinha（2013）的研究发现乐观对组织包容感存在积极影响。此外，Daya（2014）在南非工作

场所实施的探索性研究，表明控制点、自信和自尊对组织包容感存在影响。鼓励今后探讨开放

性、主动性人格、马基雅维利主义等的影响。

3. 领导和同事行为与包容感、包容氛围

领导风格是影响下属组织包容感的关键因素。以授权、谦卑、有勇气、负责任为特征的利他

领导（Prime和Salib，2014）、主管支持（Mor Barak等，2006）、真诚领导（Chen，2011；Cottrill等，

2014）、领导—成员交换关系质量（Brimhall等，2014）对员工的组织包容感存在积极影响，伦理

氛围在真诚领导与组织包容感的关系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Cottrill，2011）。Tremblay（2017）研
究表明领导信任对组织包容感存在正向影响，领导者建设性幽默对高领导信任员工的组织包

容感有更强正向影响。对于消极领导的影响，领导者冒犯性幽默（Tremblay，2017）、辱虐管理

（Rice等，2016）对下属的组织包容感存在负向影响，未有学者关注自利型领导、非伦理领导、自

恋型领导的影响效果。此外，同事支持对决策过程和信息网络包容具有积极影响（Mor
Barak等，2006），董事会多数成员包容行为对少数民族成员包容感有正向影响（Bernstein等，

2013）。包容氛围影响因素的研究不仅少，而且停留在理论假设，缺乏实证检验。变革型领导

（Guillaume等，2014）、服务型领导、道德型领导和精神型领导（Gotsis和Grimani，2016a）正向影

响团队包容氛围的研究假设是否成立需要验证。

4. 个体相异性与包容感

相异性（dissimilarity）是指个体与团队或组织其他同事关于人口统计特征、性格、态度等的

差异，可分为表层（如年龄、种族、性别、任职时间和学历）相异性和深层（如个性、态度、价值观

和信仰）相异性。对于性别相异性的影响，现有研究结论不一：Pelled等（1999）认为性别相异性

对组织包容的负向影响显著，对男性的负向影响更强；Jansen和Otten等（2016）发现性别相异性

对团队包容感的影响不显著，但在低多样性氛围团队中二者的负向关系显著。对于年龄、种族、

任职时间和学历相异性的影响，研究表明比团队大多数年轻的员工有较低的团队包容感

（McNamara和Pitt-Catsouphes，2016），与来自年龄多样团队的成员相比，年龄异于团队大多数

成员的决策过程、信息网络包容感较低（Matz-Costa等，2012）；种族相异性负向影响组织包容，

对白人的影响更强，任职时间和学历相异性正向影响组织包容，对高身份（长任职时间、高学

历）员工的影响更强（Pelled等，1999）。此外，Pan等（2014）研究表明感知信息相异性、价值观相

异性分别对新进入者在线社区包容感存在正向和负向影响，感知可见相异性对独特性感知、社

会认同分别具有正向和负向影响。综上可知，探讨表层相异性影响的研究较多，但存在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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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论，这可能归因于调研对象、变量测量、研究设计等的差异，因此，未来需澄清这些相矛盾

的研究结果，加强探讨深层相异性的影响效果。

5. 多样性方法、氛围和实践与包容感、包容实践

多样性方法（diversity approaches）反映了组织关于多样化的理由、文化多样性的价值及其

与工作过程连接的规范性信念和期望。它与不同文化背景个体包容感关系的研究，代表作者有

Jansen和Bernstein。研究表明，色盲对多数员工（生于荷兰）的组织包容感存在正向影响，多元文

化主义对少数员工（生于非西方国家）的包容感存在正向影响（Jansen等，2016b），广泛多元文

化方法对多数员工的组织包容感存在正向影响（Jansen等，2015），整合与学习观与少数民族/种
族成员的董事会包容感正相关（Bernstein等，2013）。研究表明多样性氛围对员工的团队包容感

存在正向影响（Brimhall等，2014；Jansen等，2016a），信任性沟通氛围在二者关系之间发挥中介

作用（Hofhuis等，2016）。对于多样性实践的影响，研究证实性别多样性对团队包容感存在正向

影响（Bosselaar，2015），女性代表性、少数种族代表性与英国公共服务部门包容正相关，与歧

视、恐吓负相关（Andrews和Ashworth，2015），种族多样性、多样性政策与实践对董事会包容行

为存在正向影响（Buse等，2016）。
6. 沟通方式和氛围与包容感

Gajendran和Joshi（2011）研究发现领导—成员虚拟沟通对虚拟团队决策包容感存在正向

影响，对高个体中心倾向的成员，这一影响更强。del Carmen Triana等（2012）研究发现，在男性

占多数的项目团队中，与首选面对面交流后选以计算机为媒介沟通相比，首选以计算机为媒介

沟通后选面对面交流的女性员工的团队包容感更高。Hofhuis等（2016）研究表明信任和开放性

沟通氛围对成员的团队包容感存在积极影响。正式沟通和非正式沟通方式、沟通满意感、沟通

焦虑和沟通频率的影响有待于未来研究探讨。

7. 工作—家庭生活政策和文化及其他与包容感

Ryan和Kossek（2008）提出工作—生活政策的采用和实施体现了组织支持工作与生活状

况差异的价值观，满足了个体的工作与生活需求，使得员工知觉到包容的理论假设。工作—家

庭文化是指组织支持和重视员工工作与家庭生活整合的文化，它对组织包容感有正向影响

（Carapinha，2013）。有必要继续探讨工作—家庭冲突、工作—家庭增益、工作—家庭平衡的影

响效果。此外，员工的组织流动性期望对工作场所社会包容存在负向影响（Pearce和Randel，
2004）。Tang等（2017）提出个人—组织工作价值观匹配、人际网络异质性促进员工的包容感。

（二）包容的影响结果

1. 包容感、包容实践与绩效

员工的团队包容感对角色内绩效（Cho等，2008）、技术性和社交性绩效（Bosselaar，2015）、
工作绩效（Pearce和Randel，2004）存在正向影响。在团队层面，团队包容感对团队决策质量

（Bosselaar，2015）、团队绩效（Jansen等，2014）存在正向影响。在组织层面，高层领导承诺促进

包容、员工有能力影响组织决策（Sabharwal，2014）、年龄包容性人力资源实践（Boehm等，

2014）对组织绩效存在正向影响。

2. 包容感、包容氛围、包容实践与行为

包容感对积极行为的影响，关注于未来服务意愿、参与行为、创新行为、组织公民行为、建

言行为等。Waters和Bortree（2012）研究发现社会群体、活动参与包容对女性图书馆志愿者未来

服务意愿具有正向影响，社会群体、信息网络、决策过程包容对男性志愿者未来服务意愿存在

正向影响。针对参与行为，新进入者的在线社区包容感对参与意向具有积极影响（Pan等，

2014），团队包容对成员实际参与行为存在正向影响，高包容感的成员在团队讨论中会贡献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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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促进性意见和新想法（del Carmen Triana等，2012），组织包容感对安全参与行为存在正向影

响（Paolillo等，2016）。有研究表明，员工的组织包容感对创新行为（Prime和Salib，2014；
Lizano等，2015）、创造力（Jansen等，2014）、组织创新知觉（Jansen等，2016b）存在正向影响。对

于包容感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研究结果不一：员工的包容感对自我评定组织公民行为的正

向影响显著（Prime和Salib，2014；Cottrill等，2014；Tremblay，2017），对同事评定的影响不显著

（Cottrill等，2014），这可能归因于同事评定相比员工自评更宽松，公民行为均值偏大。此外，儿

童福利工作人员的决策过程包容感对建言行为存在正向影响（Travis和Mor Barak，2010），组织

包容感对组织多样性努力支持具有正向影响（Jansen等，2015）。对于包容实践的影响，Buse等
（2016）发现董事会包容行为对内外部治理实践存在正向影响。

包容感对消极行为的影响，关注于离职意向、疏忽行为、旷工、团队冲突。有研究显示，组织

包容对员工离职倾向存在负向影响（Hwang和Hopkins，2015；Lizano等，2015），决策过程包容

对儿童福利工作人员的离职意向（Mor Barak等，2006）和疏忽行为（Travis和Mor Barak，2010）
存在负向影响，团队包容感对员工旷工（Jansen等，2016a）、团队冲突存在负向影响（Jansen等，

2014）。此外，研究表明包容氛围对团队人际冲突、任务冲突存在负向影响（Nishii，2013），年龄

包容性人力资源实践对集体离职倾向具有负向影响（Boehm等，2014）。综上可知，包容感与积

极行为关系的研究较多，探讨包容氛围、包容实践对员工越轨行为、非伦理行为、沉默行为等消

极行为的影响是今后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3. 包容感与态度

包容感对态度的影响，涉及组织承诺、工作满意度、幸福感、组织支持感、工作投入。组织包

容对员工的组织承诺具有正向影响，在以色列（Findler等，2007）和韩国（Cho等，2008）企业情

境下被证实。Chen（2011）发现员工的组织包容感影响情感承诺、规范承诺。有学者调研美国社

会工作者（Acquavita等，2009）、多国儿童福利工作者（Brimhall等，2014；Hwang和Hopkins，
2015）、以色列高新技术企业员工（Findler等，2007）、荷兰组织员工（Jansen等，2016b），证实组

织包容对工作满意度存在正向影响。有研究显示，员工的组织包容感（Findler等，2007）、决策过

程包容感（Mor Barak等，2006）对幸福感有正向影响，组织包容对员工的敬业度、努力度

（Lizano等，2015）、组织支持感（Wayne等，2002）存在正向影响，工作团队决策包容对员工工作

投入存在正向影响（Costa，2011）。
4. 包容感与工作压力、公平感及其他

有研究表明，信息网络和决策过程包容对员工工作压力具有负向影响，决策过程包容对分

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存在正向影响（Mor Barak等，2006），团队包容感对员工的积极情绪和人际

信任存在正向影响（Jansen等，2014），组织包容感与信任氛围存在正相关关系（Downey等，

2015）。重新包容（re-inclusion）指从先前的排斥转变为新的包容状态，Pfundmair等（2015）发现

德国和奥地利员工在重新包容比持续包容状态下有更低基本需求满足和更高排斥感。

（三）包容的中介作用

对于包容感的中介作用，有研究证实组织包容感在真诚领导（Cottrill等，2014）、主管建设

性幽默和冒犯性幽默（Tremblay，2017）与员工自评组织公民行为关系之间起中介作用。

Gajendran和Joshi（2011）研究表明，领导—成员虚拟沟通部分通过团队决策包容感的传递正向

影响虚拟团队认同。Jansen研究团队的三项研究表明，性别相异性通过团队包容感的中介正向

影响员工旷工，此结论仅在消极多样性氛围团队中成立（Jansen等，2016a）；组织包容感在广泛

多元文化方法与组织多样性努力支持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Jansen等，2015）；色盲、多元文化

主义完全经由组织包容感影响工作满意度和组织创新知觉（Jansen等，2016b）。有学者发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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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包容感在多样性氛围与工作满意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Brimhall等，2014），团队包容感在

性别多样性对团队绩效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Bosselaar，2015）。Pearce和Randel（2004）
发现员工的组织流动性期望完全通过社会包容影响工作绩效。对于包容行为的中介效应，

Buse等（2016）发现种族多样性部分经由董事会包容行为影响内外部治理实践。

一些研究提出包容起中介作用的理论假设。Ryan和Kossek（2008）认为工作—生活政策采

用经由包容感的中介影响员工绩效、满意度和组织承诺。Guillaume等（2014）提出工作团队包

容氛围中介组织多样性管理政策和程序对员工身份关注、绩效标准接受和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Gotsis和Grimani（2016b）构建出服务型领导→包容性组织实践→团队包容氛围→员工组织认

同、组织公民行为和心理健康的链式模型。综上可知，较多研究关注包容感的中介效应，对于包

容氛围、包容实践在组织活动中是否扮演中介角色知之甚少，有待于未来研究探索。

（四）包容的调节作用

包容氛围在多样性与团队满意度、创造力、主管与下属交换关系、创新、幸福等关系之间起

调节作用。Nishii（2013）研究表明，对高包容氛围团队，性别多样性对人际冲突、任务冲突的影

响为负；对低包容氛围团队，性别多样性对人际冲突、任务冲突的影响为正，人际冲突对团队满

意度的负向影响更强。Li等（2017）发现在高包容氛围的跨文化团队中，文化多样性经由员工信

息加工对个体创造力的间接正向影响更强，经由团队信息共享对团队创造力的间接正向影响

更强。Bodla等（2016）研究显示，与低包容氛围团队相比，高包容氛围团队情境下深层多样性通

过知识共享的中介对团队创造力的正向影响更强，表层多样性通过知识共享的中介对团队创

造力的负向影响更弱。Dwertmann和Boehm（2016）研究表明，在主管残疾、下属不残疾情况下，

包容氛围能够缓解残疾不一致对主管与下属交换关系质量的消极影响。Guillaume（2014）提出

团队包容氛围跨层次调节员工相异性依次经由团队认同、工作动机影响创新、效能和幸福的过

程。综上可知，高包容氛围有利于激发团队多样性的潜在价值，提升员工和团队绩效。此外，

Nelissen等（2017）研究表明在低包容氛围团队中，亲社会动机对员工针对残疾人包容行为（由

组织公民行为的利他行为和文明礼貌两维度测量）的正向影响更强。

对于包容感的调节作用，研究显示多样性实践直接和通过信任氛围间接影响员工敬业度，

对高工作场所包容感的员工而言，这一中介作用过程更强（Downey等，2015）；相比高团队包容

感员工，性别多样性对低包容感员工工作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强（Bosselaar，2015）。对于组织包

容行为的调节作用，Sabharwal（2014）发现多样性管理与高层领导承诺促进包容、员工有能力

影响组织决策的交互对组织绩效存在正向影响。

（五）影响包容作用结果的中介和调节变量

1. 中介变量

关于包容感与态度、行为关系之间的中介变量，包括组织承诺、工作满意度、组织自尊、工

作压力、志愿者与图书馆关系质量、安全参与动机。有研究显示，组织包容感通过增加组织承

诺、工作满意度降低员工离职意向（Brimhall等，2014；Hwang和Hopkins，2015）。Cottrill等
（2014）研究表明在员工的包容感与自评组织公民行为关系之间，组织自尊起完全中介作用。

Mor Barak等（2006）发现工作压力在决策过程包容对儿童福利工作人员幸福感的正向影响过

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Bortree和Waters（2014）研究发现志愿者与图书馆关系质量在工作团

队、社会群体、决策过程、信息网络包容与志愿者未来继续服务意向关系间发挥中介作用。

Paolillo等（2016）研究显示安全参与动机部分中介组织包容感与安全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关

于包容实践影响的中介过程研究，Boehm等（2014）证实年龄包容性人力资源实践依次通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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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多样性氛围、集体社会交换感知的中介影响公司绩效和集体离职倾向。Kulkarni（2012）提出

研究假设工作场所规范包容通过帮助寻求期望正向影响残疾人帮助寻求行为。

2. 调节变量

关于包容感与工作投入、参与意向关系之间的调节变量，包括核心自我评价、工作超载和

性别。Costa（2011）研究表明对于50岁及以上员工，在高工作超载情形下团队决策过程包容对

员工工作投入的正向影响更强，在高（低）工作超载情况下决策过程包容对低核心自我评价的

员工工作投入存在负（正）向影响；对于35岁以下员工，在高（相比低）工作超载情形下决策包容

对低核心自我评价员工工作投入的正向影响更强。Pan等（2014）研究发现相比男性（女性），在

线社区女性（男性）新进入者的社会认同（独特性感知）对参与意向的正向影响更强。关于影响

包容氛围作用结果的调节变量，包括学习氛围、团队多样性。Rabl和Triana（2013）研究表明在低

学习氛围的组织中，年龄多样性包容氛围与员工情感承诺的正相关更强，学习氛围和年龄多样

性包容氛围对情感承诺的影响具有替代性。Ferdman等（2010）提出团队多样性会增强集体包

容感对团队绩效的正向影响。

六、  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包容是管理学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西方已取得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我国的研究相对

滞后。本文从个体认知、集体认知、行为实践三个角度出发，对包容感、包容氛围、包容实践的相

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归纳和整理，研究发现：第一，由于研究问题和视角、概念界

定及操作化的差异，包容的测量仍在发展阶段，存有较多且不一的量表。较多研究引用Mor
Barak的包容感量表、Nishii的包容氛围量表，Jansen采取严格的量表开发程序形成的团队包容

感量表，尚未得到广泛认可，对子维度的划分有待进一步论证。第二，人口学变量、人格、领导和

同事行为、个体相异性、多样性方法和实践、沟通方式和氛围、工作—家庭生活政策和文化等影

响员工包容感，少量研究探讨其影响过程的中介（Cottrill，2011；Bernstein和Bilimoria，2013；
Brimhall等，2014；Hofhuis等，2016）和调节机制（Jansen等，2015；Jansen等，2016a；Tremblay，
2017）。包容氛围和包容实践影响因素的研究很少，领导行为影响包容氛围，多样性实践影响包

容实践。第三，包容感对员工的绩效、行为、态度、工作压力及其他存在影响，其影响过程的中介

和调节机制不够丰富。包容氛围和包容实践影响结果的研究欠缺。第四，包容氛围调节团队多

样性的影响效果，高包容氛围促使工作场所多样性的潜在价值得到充分发挥，给组织带来有益

的结果。包容感和包容实践调节作用的研究很少，包容感调节多样性实践对员工绩效的影响，

包容实践调节多样性管理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明确包容的国内外最新

研究进展、存在的不足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引起国内学术界对包容的关注，推动包容在中

国组织情境下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

（二）管理启示

多样性本身不是工作场所问题产生的根源，原因在于组织失败整合和利用不同的组织成

员，因此组织应该营造包容氛围、实施包容性管理行为和实践，强调雇佣实践公平公正、真诚地

欣赏和接纳员工的独特性、充分整合多样化员工、允许员工接近信息和资源、鼓励员工参与决

策制定过程及贡献才能，而非仅仅重视多样化个体，使多样性的潜在好处得到最大限度发挥。

管理者应该意识到组织包容感有利于提升员工绩效、引诱积极的行为和态度、抑制消极行为。

依据包容感的关键影响因素，制定全面、系统化的管理措施和办法，例如在培训计划中设立领

导培训模块，训练管理者采用真诚、利他、支持、积极幽默的领导风格，营造多样性氛围、信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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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沟通氛围，实施支持工作—家庭生活平衡的政策等。另外，组织应该运用包容理论于人

才管理，树立包容性人才管理理念，强调每位员工都是人才、实施人岗匹配、给予发展机会、肯

定对组织的贡献，使其潜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在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显得尤为

重要。

（三）研究展望

有关包容的研究已取得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未来可以从以下几方

面拓展来丰富全球管理知识：

第一，开发本土化包容测量工具。有关包容内涵的认识未统一，造成测量的不一致，给研究

结果比较造成障碍。中国情境下“包”与西方“包容”的内涵一致，“容”强调容忍与宽容错误，积

极面是接纳非主流的想法和行为，消极面是容忍但不鼓励差异和独特性、如果总是容忍错误而

无改善可能带来消极后果（Tang等，2015）。根植于西方文化的包容内容结构和测量未必适用

于中国。因此，鼓励将来深入研究中国组织情境下包容的本质，开发信效度良好的包容感、包容

氛围、包容实践本土化量表，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测量工具。

第二，丰富包容的前因、影响结果及其作用机制。加强中国文化情境下包容氛围、包容实践

影响因素探究，例如探讨家长式领导、差序式领导、礼让行为等的影响效果。进一步澄清存有分

歧的研究结果，比如表层相异性、深层相异性与包容感的关系。加强组织包容对员工消极行为

影响的研究，例如中国人的行为倾向强调“度”“中庸”，即过犹不及、恰到好处。若组织包容过

度，超过一个临界点是否导致放任和纵容，诱发员工越轨行为、非伦理行为、退缩行为，组织包

容与负向行为之间是否存在“U型”关系有待于考证。加强包容氛围、包容实践对员工和组织影

响的机制研究。组织包容实践表现在公平对待员工、整合和利用多样性员工、允许员工参与决

策、鼓励员工工作投入和贡献等，依据资源保存理论，它代表了一种优质的情境资源，可能经由

个人心理资源如工作繁荣、组织自豪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行为（Ten Brummelhuis和Bakker，
2012）。此外，有必要关注包容感动态变化的影响效果，借鉴Pfundmair等（2015）的研究，探讨组

织持续包容、从排斥转变为包容（重新包容）对员工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

第三，完善包容研究的方法设计。多数研究使用单一数据源、横截面设计进行问卷调查，其

实证结果的正确性有待进一步考察。鼓励今后研究考虑时间因素的影响，进行纵向追踪设计，

从多源获取数据，揭示包容与其他变量之间更加严格的因果关系及作用机制。现有研究集中于

单一层面，以个体层面为主，未来需要借鉴Guillaume等（2014）、Li等（2017）、Tremblay（2017）的
研究，进行多层次理论模型建构和实证检验。此外，综合案例法、实地问卷调查、实验法等多种

方法，交叉验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也是一个有意义的选择。

第四，推进包容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对包容的理解中西方存在差异（Tang等，2015），美国

不同于欧洲、亚洲和非洲国家（Mor Barak，2005）。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一文化情境，这可能

归因于跨文化研究的困难和复杂性。Pfundmair等（2015）证实重新包容和持续包容对个人主义

者与集体主义者基本需求满足的影响存在差异。Prime等（2014）、Lizano等（2015）探究不同国

籍员工包容感的前因和影响后果。这些学者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跨文化研究。推进跨文化比较研

究，探索包容感、包容氛围和包容实践的内涵、形成、功能作用及实践应用的跨文化普适性和差

异性是今后的一个重要研究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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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terature Review of Inclusion and Prospects

Jing Baofeng1,  Zhou Xia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2.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 China）

Summary: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of
enterprises is undergoing changes, and employee diversity has become a prominent feature in the
workplace. Poor management on diversity can lead to hostility, conflicts in the workplace and high
turnover rate,  which triggers serious challenges to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As the continuous
research on diversity management, the focus of research turns to inclusion, namely, from a perspective
of  the  integration  of  diversity,  it  encourages  the  participation  and  input  of  all  members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tries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potential benefits of diversity. Inclusion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diversity and is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management
research. To master the concept, formation and functions of inclusion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Chinese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valuabl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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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gs on inclus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The research has lagged behind in China. This paper reviews
relevant research findings of inclu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dividual cognition, collective cognition
and practice at home and abroad. It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of perception of inclusion, inclusive
climate & inclusive practice, and analyze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diversity, exclusion,
assimilation, differentiation, social identification, perceptions of insider status and inclusion.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research  problem and  perspective,  concept  definition  and  operationalization,  the
measurement of inclusion is still  at the development stage.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scales. More
researches used Mor Barak’ perceptions of inclusion scale and Nishii’ inclusive climate scale. Jansen
developed perceived team inclusion scale by taking strict scale development program, which has not
been widely accepted, and its division of sub-dimensions remains to be further demonstrated. Some
scholars proposed inclusion structural dimension, but did not give scal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clusion include demographic variables, personalities,  leader and colleague behaviors, individual
dissimilarity, diversity methods and practice, communication style and climate, policy and culture of
work and family life, and so on. Diversity practice has impacts on inclusive practice, and leadership
behavior affects inclusive climate. Inclusion affects employee performance, behavior, attitudes, job
stress, fairness and other variables. The mediation and mod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process is
concerned by a small number of studies. Inclusive climate and practice have an impact on performance
and behavior, and related research is deficient. Inclusive climate moderates the effects of team diversity.
High inclusive climate encourages the potential value of workplace diversity to be fully utilized, which
brings beneficial results to the organizations. There are few studies that perception of inclusion and
inclusive  practice  moderate  the  effect  of  diversity  practice  and  management  on  employee  and
organization performance. Most studies are conducted at an individual level. Finally, the future research
ideas are put forward: to develop localization measuring tools of inclusion, to enrich antecedents, effect
outcomes of inclusion and its mechanisms, to improve the method design of inclusion research, and to
promote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inclusion.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to grasp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tren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dividual  cognition,
collective cognition and behavioral practice, to clarify existing problems and possibl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to provide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for motivating employees. It is important to
supplement the existing management theories to expla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s,  and is  of great
inspira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inclusion research and inclusive manage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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